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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对外关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史的新视角

冯  峥

  近年来,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但对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史的研究却相对薄

弱。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史研究中,对中央层面外交决策的研究相对丰富,而对地方对外关系史的研

究则较为不足。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对外关系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和复杂,不同

行为体的作用和影响也在不断变化。其中,地方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对地方对外关

系史的研究可以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史的新视角。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对外关系必然要在中

央制定的政策框架内开展,受整体外交布局影响,符合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这种大的视野和观照

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对外关系史的基本前提。不过,本文重点关注地方的自主性,以便充分探

索学术创新方向,发掘有价值的题目。

一、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价值

“地方”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可以指中央政府之下的各级行政单位,也可以指具有一定地

域特征和经济特征的地区。“地方对外关系”指的则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对外交往活动,包括建立地

方层级的对外联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涉外事务、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等。改革开放以来地方

对外关系史关注地方在国际交往中的行为主体、动机、模式、结果及其在改革开放中的独特作用。

地方对外关系史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史和改革开放史均有重要价值。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地方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参与者。随着中国打开国

门、融入世界,各地方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地方层级参与经

济全球化程度之深,连外国学者都给予高度关注。美国学者米歇尔·奥克森伯格 (MichelOksenberg)

和李侃如 (KennethLieberthal)认为,改革开放以前,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中央政策的执

行者 (centralagents),对外关系方面更是如此。但随着地方利益逐渐和外部世界捆绑在一起,地方

政府开始成为地方发展的维护者 (localdefenders)。① 具体到外交领域,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变

得更加多元化,越来越多的行为主体参与其中。美国学者戴维·兰普顿 (DavidM.Lampton)指出,

商务部等部级单位在中国的外交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外经济权力开始从中

央政府转向地方政府”②。地方之所以能够对整体外交决策产生影响,关键在于改革开放以后,地方

逐渐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 “国际利益”,由此获得了参与外交政策制定的动力和能力。这里所说

的参与制定政策,并非为了局部利益而影响整体利益,更不是 “否决”中央的外交决策,而是争取

成为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能不被考虑的多元因素。一方面,在地方推动下,国家的对外关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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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若干与地方相关的新议程,如经贸合作、区域一体化、跨国环境治理等。另一方面,当对外政策

严重关涉地方利益时,中央确实需要与地方沟通。随着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如果忽略地方对外交决

策的影响,就无法准确认识与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
第二,地方的对外交往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侧面。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非凡成

功,关键的一步是以地方尤其是沿海地区为试验场所进行的渐进式尝试。一方面,地方的开放和对

外联系为中央的开放政策提供了 “先走一步”的实践经验,是 “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地。其主要

做法是自下而上地破除层层阻力,“杀出一条血路来”。另一方面,中央优惠政策的出台和权力下放

为地方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政策条件。经济特区的建立、财税优惠政策的提出、外贸权力的下放等,
使地方官员有动力和能力大胆尝试,探索适合地方发展的开放之路。不同区位的地方政府在对外开

放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发展模式,比如以引进外资为主、外贸加工出口导向的 “珠江模式”①。
甚至可以说,地方的开放史是理解改革开放史的一把金钥匙。在国际关系学界有一句名言:“外交

是内政的延续。”地方对外关系史研究可以很好地打通内政与外交的分野,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内

政变化是如何影响对外政策的,以及外交政策又如何促进了内政的发展。可以说,地方对外关系史

研究能够最大程度还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改革开放提供新视角。
二、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内容

地方层面的对外关系古已有之,但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其行为主体、动力机

制、参与路径、作用影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无疑值得深入探究。
第一,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开展对外交往的行为主体。在地方对外关系研究中,省和市都是

重要研究对象,其中沿海省份可能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具体而言,地方对外关系的行为主体是省

市党政领导人、外办、外经贸办、侨办等。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希望

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一定自主权,并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创办出口加工

区,使广东在全国的对外开放中 “先走一步”。又如,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力主利用外资组

建远洋船队,还率先引进了全国最先进的程控电话。近年来,各地方在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发

挥的作用引人瞩目,比如吉林省在图们江国际区域合作中,云南省在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国际区域

合作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中,福建省和陕西省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都

扮演了极为活跃的角色。地方对外关系当然还包括地方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关系,比如江苏省、浙江

省成功实施外资企业 “引进来”的产业集聚战略和民营企业 “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在上述对外

交往行为中,不少都是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主动推动的。
第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开展对外交往的动力。有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华侨华

人和港澳台同胞是沿海地方对外开放的重要动力来源,很多地方的对外关系一开始都是和华侨华人

展开的②。根据商务部统计,自改革开放起至2005年底,我国累计吸收的6224亿美元外商投资中,

至少有4170亿美元是由华商或华商主导的企业带来的,约占全部外商投资的67%③。另一部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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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指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是地方对外开放的重要动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财税关系的变化①。

如美国学者谢淑丽 (SusanShirk)指出:“中央改革派领导人和沿海省份官员的合作是中国得以对外

开放的重要动力。”② 由于中央下放了很多权力,如分配财税收入、批准外资项目、成立外贸公司、

补贴出口、留成外汇等,地方因此有了提高开放程度的动力。财政体制的变化 (如1980年的财政

包干制)和外贸体制的变化 (如各省能够成立省属贸易公司)极大推动了地方的国际化。

第三,关于对外开放决策和执行中地方发挥的作用。学者牛军将新中国外交的决策体制概括为

“协商—共识”体制,即最高领导人享有最高外交决策权,同时通过和相关部门领导人进行协商、

达成共识来形成最终决策③。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的决策过程仍在 “协商—共识”体制下运行,

协商范围包括地方党政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也包含着对地方诉求的回应。对外开放的决策和执行均

与地方的参与密不可分。一方面,地方领导人努力从中央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破除一切阻力进行

试验。另一方面,中央也对地方的开放实践予以认可和鼓励,从而将开放推广至更大范围。中央与

地方的良性互动、默契配合为对外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效路径和实践经验。比如邓小平和

习仲勋、项南之间积极的互动关系就在广东和福建早期开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

素在全国各地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高效配置,使它们产生了有别于传统的地方利益与政策偏好。对

于地方对外开放的历史,学界已有粗线条勾勒,主要聚焦于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中央对

地方的工作指示④;而对地方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独特偏好,还需进一步关注。改革开放以

来的地方对外关系有着鲜明的、颇具学术价值的特点,例如更多关涉中层人物,涉及的事件也介于

宏观制度和微观现象之间;又如属于 “进行时”,研究者同时也是亲历者,研究成果往往兼具现场

感和史料性⑤。加之中国外交史原本就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地方对外

关系研究的视角必然更为多样,研究方法也更加丰富。

第一,应该重视已经公开出版的传记、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李先念、谷牧、李岚清、田纪云等

中央领导人的传记、回忆录、访谈录、口述史等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和地方的互动提供了相对核心

的史料,更有不少涉及地方对外关系的线索⑥。地方党政领导人撰写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文章及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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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录、访谈录则具有更加直接的史料价值,在原始档案开放程度有限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珍贵①。此

外,很多省市在改革开放30周年和40周年之际编写了当地的改革开放史著作,出版了一批口述史

料②。通过这些公开出版物,我们可以更加全面、立体、细致地还原地方对外开放的历史细节,展

现其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意志,包括地方及其领导人在对外开放初期面临哪些困难,如何思考和

应对这些困难,如何谋划当地的开放战略,如何与中央互动尤其是从中央争取优惠政策,如何利用

自身在地理位置和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如何鼓励、支持、引导党政干部大胆地闯、大胆地试,

如何应对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和舆论风波。面对激烈的思想碰撞、重重的困难阻力,地方推出的各

种兼具灵活性和创造力的开放政策及其对外交往行为,很好地诠释了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

进程。

第二,需要加强对地方对外关系史料的搜集。学者樊超指出,少量已经出版的正式文献大都是

对档案的零星摘编,无法反映档案等史料的全貌,史料搜集的多样化因而变得十分重要③。中央层

面改革开放以后的外交史档案显然较难获得,而地方档案馆则能为研究者提供较为丰富的史料。地

方档案馆中保存着很多对外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记录,包括地方外贸政策、地方参与对外援助、地

方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等④。其中地方政府各部门承接涉外项目、派人赴外考察、参与国际项目的材

料相当丰富,在中观和微观层面都有很多数据和案例。地方改革开放史著作和各地的改革开放志也

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对外关系研究的基本参考资料⑤。此外,还可以对涉外部门负责人、赴外交流团

成员等亲历者进行访谈。相比于采访中央领导人,围绕地方外事工作者的口述史研究无疑更具可行性。

第三,可以借鉴、利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是政治学和经

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如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央和地方在改革年代发展出一种 “协商谈判”的关

系,在 “协商契约”之下,地方获得了充分发展对外关系的自主性⑥。学者钱颖一、张军等则从财

税角度研究地方发展,认为财政分权与地方的国际化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⑦。二是国际政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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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18年;施昌旺主编:《安徽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戴北方主编:《深圳口述史 (1992—

2002)》,海天出版社,2017年;等等。
樊超:《改革开放史视野下的外交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7期。
笔者自2013年起在北京、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陕西等省级档案馆查阅档案,发现地方档案中有较多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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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郑永年著,邱道隆译:《中国的 “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86页。
参见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3—208页。



“第二层次”,即关注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探讨国际和国内的联系渠

道、机制。比如学者苏长和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指出,沿海省份在开放进程中率先享受到国际体系规

则带来的好处,在贸易与投资拉动下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①。加拿大学者崔大伟 (DavidZweig)指

出,中国存在一个 “精英学习过程”,这决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节奏与广度②。就此而言,地方精英

自然也有自己的学习过程,值得深入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更注重对互动模式的研究,在理论分析

方面可以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对外关系史研究提供重要观察角度与解释框架。

综上所述,地方对外关系史既是新中国外交史的一部分,也是改革开放史的重要内容。相比于

中央层面的外交决策研究,地方对外关系史研究更多聚焦经济领域,可以利用亲历者回忆、地方档

案等史料,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等方法,对地方对外经济关系的行为主体、动力机制及其与中央的

互动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这种探讨必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决

策,更深刻地理解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原因。

(本文作者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赵 鹏)

① 苏长和:《国际化与地方的全球联系———中国地方的国际化研究 (1978—2008年)》,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
期;苏长和:《中国地方政府与次区域合作:动力、行为及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

② Zweig,D.(2002).InternationalizingChina:DomesticInterestsandGlobalLinkages.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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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合”中蕴含的若干中华文化观念

 (曹应旺)
当前国内新质生产力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董振瑞 李 臻)
习近平关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要论述的

 五维阐释 (王章豹 杨 寻)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科学思维方法

(黄寿松 贺冬冬)
《任弼时论党的建设》新公布文献一组

“保障党的绝对领导有特殊意义”

 ——— 《任弼时论党的建设》新公布文献简述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

毛泽东对大党建设问题的探索及其经验启示

(毛 胜)
刘少奇对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积极探索

(刘肖委)
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活动纪事 (熊华源)
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上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

(茅文婷)
大生产运动中抗日根据地的 “按家计划”

(俞小和 吴石英)
在华欧洲人士眼中的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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